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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广泛嵌入使得数据资源的管理利用不仅成为政府数据治理的焦点，也是

对公务员现实能力的一种挑战。但是，既有研究对这一关键议题缺乏足够重视。本文尝试界定公务员数据素养

概念，建立数据素养结构模型，并回答具备何种数据素养的公务员才能有效胜任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数据治理工

作。基于对G省37位公务员的半结构访谈，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公务员数据素养结构体系，据此得到测量量

表。结果表明，公务员数据素养由潜在层与应用层两个层次构成，包括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学习能力、数

据获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应用能力六大维度。

关键词：公务员能力；数据素养；数据治理；大数据；数字政府

中图分类号：G251；G252.7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3.01.008
引文格式：张红春，杨涛. 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概念、结构与测量[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3（1）：58-65.

张红春  杨涛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概念、结构与测量*

收稿日期：2022-12-06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地方政府公务员大数据素养的结构、测度与培育路径研究”（编号：21CZZ035）资助。

数据与信息是国家治理的行动前提 [1]。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

度嵌入治理过程以及政府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

治理的数据条件显著改善，但同时也带来数据过载、

数据失真、数据安全等数据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如

何有效治理数据成为一个重要的政府治理议题[2]。公

务员群体是政府数据资源的操作者和使用者，其工作

环境中的数字技术产品迭代更新，工作中充斥着海量

的数据资源，致使公务员更容易落入“能力堕距”。在

政府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技术、制度因素以外的治理

主体的素质会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效能[3]，因此更要

重视人的能力配位。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公务员数据

能力与技能系统的短缺是制约政府大数据治理转型的

短板[4-5]。

在实践层面，数据素养这一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政

府的重视。2021年11月，我国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国际上，英国发布实施了数据能

力战略，美国率先在公私部门实施了首席数据官制度，

澳大利亚、挪威、日本等国家的数据素养正被纳入国民

教育范畴。在学术领域，国内外对数据素养议题的讨

论较为丰富，但对公务员的数据素养还缺乏关注。21世
纪，科研人员、教师、学生、图书馆馆员等特殊群体的

数据能力备受关注，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教育学、工

商管理等领域。而在公共管理领域，虽然大数据治理、

数字政府治理、数据开放等研究主题成为学科热点，但

是既有研究重心往往偏向于宏观层面制度、组织与技

术的供给，缺乏对公共治理主体数据能力的直接研究。

鉴于这一重要研究缺项，本研究旨在回答公务员数据素

养应包括的内容以及如何建构能胜任政府数据治理的

公务员能力框架与要素。

1  文献回顾

当下，数据驱动的决策成为社会运行的主流范式。

在此背景下，数据素养成为提升决策合理性的重要条

件，逐渐受到关注。数据素养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Shields[6]的研究，其认为数据素养是人获取、整理、归

纳和总结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推断结论的能力。总体而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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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数据素养研究大体上沿着以下3条路径展开。

（1）数据素养的概念内涵辨析。描述性的数据素

养概念探讨屡见不鲜，目前尚未形成公认的定义。一个

较有说服力的定义是：数据素养是理解数据和有效利

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包括知道怎样辨别、收集、

组织、分析、总结以及优化数据[7]。在概念关系上，数

据素养被认为是信息素养的拓展、变种或核心内容[8]，

并且数据的本质性和基础性特征使得它与“媒介素

养”“数字素养”等其他信息技术素养产生关联。总

体来看，数据素养因其面向数据活动而具有特定的概

念指向，学术界也主要从胜任数据任务来理解数字素

养。沈婷婷[9]形象地将数据素养比喻为对数据的“听、

说、读、写”能力。

（2）数据素养的结构模型。面向图书馆馆员、教师

等专业人员和学生等主体的数据素养模型不断涌现[10-11]，

这些研究多基于数据生命周期对数据素养加以建构和

表达，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侧重作为数据管理的数

据素养，认为数据素养从属于科学数据管理范畴，即数

据管理流程所涉及的数据收集储存、转换、分析、应用

等各环节所涉要素的聚合组构[7，12]，强调数据过程的标

准化和精细化，具有明显的过程导向性。二是作为数据

利用的数据素养，以数据信息利用为深层架构逻辑，关

注人员的数据信息利用行为和问题的发现、解决[13]，尤

其是利用数据驱动决策是数据素养的本质所在[14]，不

仅要具备数据获取、分析技能等显性能力，数据意识、

批判性态度、伦理道德等隐性素养也至关重要[15-16]。显

然，以综合的视角来看待数据素养模型更加稳妥和全

面，既要考虑胜任数据管理任务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还要具备数据嵌入工作与决策的应用能力。

（3）特定群体的数据素养测量。不少学者尝试针

对各自领域的职业人员数据能力需求，进行数据素养评

价体系的开发。从评价内容上来看，Mandinach等[7]开发

的评价体系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数据管理利用所需的能

力素质，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沿用。不少研究对其加以

调整或融入对具体对象的数据能力要求，进行数据素养

测评依据的二次开发。如隆茜[17]构建了高校师生数据素

养能力评价体系，包含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分析、交流、

评价、道德、意识6个维度和若干具体指标。毕达天等[18]

进一步解释了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从开发思路上看，

以自上而下模式的测量和评价工具开发居多，而自下而

上思路较为少见。如Dunn等[19]基于社会学习、计划行为

等理论，设计了数据关注度、数据知识和数据效能感3个

维度的教师数据素养测量工具。总体而言，面向不同领

域、不同职业的数据素养测量途径存在差异，而且数据

素养水平存在不同，这表明不同职业群体面临不同的数

据场景和素质需求。

具体到公共部门领域，关于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概

念、理论模型与测度研究几乎没有。在信息技术嵌入政

府治理的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公务员“数字领导力”“信

息技术能力”“媒介素养”“大数据素养”等概念与能

力要求[20-21]，认识到了公务员数据意识、能力等对数据

治理的重要性[22]，但是研究的针对性和系统性还有待

提高。

总体而言，数据素养的研究仍在发展中，而公务员

数据素养更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议题。既有研究为讨论

公务员数据素养提供了先验铺垫，但研究局限性非常明

显。首先，既有国内数据素养研究主要以引介和迁移已

有理论框架、测评标准和实践案例为主，有待增强根植

具体情境或实践经验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其次，虽

然数据素养测量模型和指标众多，但是测度的结构维

度、层次划分、要素设置仍然缺乏共识；最后，随着政

府治理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转型，政府数据

治理与能力建设研究文献增多，但是多从制度、组织、

技术等宏观要素层面展开，缺乏对公务员这一微观主体

的数据适应能力的讨论。本研究通过探究公务员数据

素养概念的结构、要素及其测量问题，论述公务员如何

胜任日益复杂的数据治理活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为了从理论层面建构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概念结构

与维度，并从经验层面开发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测量工

具，采取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设计互补的研究途径。就

现实层面来看，数据的泛在性和数据行为的普遍性使

得公务员数据素养成为一个经验性话题。为此，采用

Glaser等[23]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即立足经验证据，自

下而上地对原始访谈进行逐级编码、译码，归纳和提

炼概念范畴及其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建构。据此，面向

G省选取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层级从事数据治理活动的

公务员，对其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其胜任数据治理活

动的能力要求的一手资料。经过开放式编码、选择性

编码和理论性编码3个步骤，探析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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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提炼并范畴化其内在结构，建构公务员数据素养

框架。

为了将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模型变成更具操作性

和应用性的测量工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开发相应的

测量量表，以保障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此，

基于访谈资料收集的测量要素，结合既有文献设计公

务员数据素养调查问卷，并在G省公务员中进行实证调

查。本研究借助Stata 16.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

分析，验证测量量表设计的可靠信度、效度和拟合度。

2.2  资料收集

质性研究资料的收集按照研究目的和调查可行性

进行取样收集数据、分析与编码，直到理论饱和为止。

为了体现调查对象的代表性，选取省级、市级和县级政

府中的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涵盖地方政府的各个层级，

其工作岗位涉及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

等。访谈均由笔者开展，应用了焦点团队访谈和个别深

度访谈两种访谈方式，采用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相结合

的询问方式。访谈时间为2021年9月—2022年1月，访谈

了G省37名公务员，每次访谈的时长为0.5~1.5小时，累

计收集37份一手访谈资料，形成20余万字的访谈文本

记录。随机选取其中30份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编码

分析，另外7份资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定量研究资料的收集上，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

询问形式。通过设计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测量量表初稿，

发放、收集调查问卷并进行数据分析，以对所构建的公

务员数据素养结构模型和量表进行实证验证。调查对

象与质性研究资料范围保持一致，均为G省的省级、市

级和县级公务员。采用方便抽样和判断抽样方式在G省

发放调查问卷，累计回收884份问卷，剔除无法识别、

缺失项过多和明显缺乏效度的问卷57份，得到有效问卷

8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5%。

3  基于扎根理论的公务员数据素养结构

3.1  开放式编码

基于扎根理论，秉持开放性的理论建构原则，立足

大量一手访谈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在此过程中，以

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的方式进行平行编码，最大程

度地提升编码的客观中立性。经过逐行、逐句、逐段编

码，得到104个初始概念，在其基础上提炼出25个上位

范畴。由于篇幅有限，表1展示了部分范畴的初始概念

及其对应的原始语句。

表1  开放式编码及其结果示例（部分）

数据思维

数据驱动决策

CS01-06：你得对这些东西很敏感，就是你对数据有一定的敏感程度。CS23-10：

这个数据提取出来，你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单位的资金使用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CS07-03：学会使用各大新媒体社交平台App，也要拥有包容新事物的态度

CS21-14：我们在做这些数据整合处理的时候，不是说影响了决策，数据直接就是

决策，是最原始的依据。CS06-07：领导跟我们探讨他要做的决策，数据是要抓税收

还是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依据。CS17-04：人家按照收到的材料来交，但材料里面

具体的细则是没有规范的，没有标准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有自由裁量权

数据敏感性、数据感知力、包容新事物

决策依据、辅助决策、自由裁量

范  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3.2  选择性编码

依据初始概念出现的频率和概念关系，对开放式

编码得到的25个范畴进一步归纳、整合和提炼，建构了

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的7个主范畴，即数据意识、数据

知识、数据学习能力、数据获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数据信息提取能力、数据应用能力。限于篇幅，此处展

示了数据意识和数据应用能力两个主范畴的选择性编

码（见表2）。

3.3  理论编码

在7个主范畴与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的关系上，通

过重新整理质性材料，总结和分析前两步编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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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依据，发现所得范畴与数据素养概念相关，故将研究

的核心范畴确定为公务员数据素养。

在主范畴间的逻辑关系上，7个主范畴在公务员数

据素养概念中有着不同的素养指向和理论功能。参考

McClelland[24]的冰山模型，人的技能、行为等胜任特

征浮于冰面之上，而知识、意识、动机等素质隐匿于冰

面之下，越往下的因素越稳固和关键，也越难以甄别和

测量。因此，依据公务员从事数据治理活动中所需能

力素质的可观察程度，将数据意识、数据知识两个主

范畴选择性编码概括为潜在数据素养；而将数据学习

能力、数据获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据信息提取能

力、数据应用能力这5个主范畴选择性编码概括为数据

应用素养。

至此，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

体系得以形成。从概念来看，公务员数据素养是公务员

群体胜任数据全过程活动所需能力素质的综合，在内

容上包含一系列结构化的能力素质因素。它在一级维

度上由潜在数据素养和数据应用素养组成，包括数据

意识、数据知识、数据学习能力、数据获取能力、数据

分析能力、数据信息提取能力、数据应用能力等二级

维度。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由于原始材料体量较大、人力有限等因素，扎根

理论过程中不免存在资料遗漏、误判等造成的理论非

饱和，因此利用预留原材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审

查是否有被排除在外的概念和范畴。本研究通过对预

留的7份访谈记录资料进行第二轮开放式编码、轴心式

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后，并未产生超越编码范围的新概

念和范畴，第二轮编码的结果与第一轮编码所构建的

理论框架高度吻合，由此判断研究的核心范畴已相对

饱和。

4  公务员数据素养量表开发与检验

4.1  量表开发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公务员数据素养的理论概念

与结构得以从经验层面上建立，但与一个可操作、可

测量的公务员数据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差距。为

了开发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工具，基于扎根理论建构

的概念模型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测量量表开发与实

证检验。

公务员数据素养量表初设的主要思路有两方面。

一是在量表的因子结构上，立足前述质性扎根理论研

究成果提供的7个主范畴理论结构。二是在每个因子的

具体测量指标的初设上，一方面基于每个因子之下的副

范畴结构以及高频扎根编码词组进行初设；另一方面

回应相关数据素养测量量表，如潜在数据素养层的因

子测量参考Stephenson等[25]、Carlson等[26]的概念模型

及其测量指标，数据应用素养层的因子测量指标参考

Mandinach等[7]、Prado等[10]、Qin等[13]、Breiter等[14]设

计的量表题目。由此，形成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量表雏

形，其由7个理论因子和21项具体测量指标组成。

4.2  调查样本特征

为检验公务员数据素养初设测量量表的信效度，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实证检验。设计调查问

表2  数据意识和数据应用能力选择性编码展示

数据意识

数据应用能力

重视数据、证据意识、量化思考、数据需求、数据习惯

数据观念、数据敏感性、数据感知力、包容新事物、心思缜密、批判性思维

进步意识、终身学习、好奇心

实事求是、公共利益、保密意识、数据规范、责任心

辅助决策、调整方案、决策依据、自由裁量、注意力分配

数据变现、辅助工作、日常使用、数据知识同化

数据汇报、数据共享、数据开放、价值展示、业务语言转化

数据评估、价值判断、绩效评估、研判风险、模拟预测

数据偏好

数据思维

学习动机

数据伦理

数据驱动决策

工作应用

数据沟通

评估应用

主范畴 开放性概念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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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面向G省各级政府及下辖单位的公务员进行调查，

在研究的有效样本中（N=827），从性别上看，男性和

女性分别为430人和397人；从年龄分布情况看，25岁
及以下占比17.5%，26~35岁占比58.2%，36~45岁占比

16.8%，46~55岁占比6.5%，56岁及以上占1.0%；从文

化程度来看，中专/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

士样本占比分别为5.8%、21.2%、67.0%、5.8%、0.2%；

样本基本涵盖了公务员职能属性，其中经济发展占比

25.1%、执法监管占比8.0%、公共服务占比47.4%、社会

管理占比5.2%、党政综合管理占比14.3%。总体来看，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接近该群体的自然分布，调查样

本体现了公务员群体的代表性。

将问卷调查收集的被测数据录入Stata 16.0软件，

采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对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量

表的整体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总体的α系数

为0.93（大于0.90），说明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指标和

问题的一致性较高，量表总体信度通过；同时，公务员

数据素养7个理论维度的α系数均大于0.90，说明各理

论因子内部的测量指标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稳定性

较好。

4.3  因子分析

利用因子分析检验公务员数据素养量表的效度。

首先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公务员数据素养初设

量表的因子构成是否成立，即检验量表中各维度测

量指标问题与对应理论概念是否相符，然后用验证性

因子分析来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结构模型。为

此，将调查样本一分为二，用一半样本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N=414），另一半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N=41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系数为0.947，

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6 879.007，自由度为

210，显著性概率p为0（小于0.05），这些参数说明量表

非常适合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和方

差最大正交旋转（Varimax），只保留公因子方差和因

子载荷高于0.5的部分，得到6个公务员数据素养因子。

用于测量数据信息提取能力的3个题目交叉载荷超过

0.4，予以剔除，剩余18个测量题目分别归属于6个成分

因子，因子载荷介于0.635~0.93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0.833（大于0.600）。需要说明的是，数据信息提取能力

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因子：一方面，这是保障因子条目载

荷清晰性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提取过程与

数据分析能力维度的要求、目标和特征等具有一致性，

本质都是加工数据解析价值信息，这是贯穿整个数据

管理利用过程的必要能力[27]，也意味着数据分析能力

可以一定程度反映信息提取能力。为此，删除数据信息

提取能力这一维度及其测量条目，纠正了扎根理论的

概念建构偏误。

为了检验经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的公务员数据

素养因子数量和结构，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进一

步确认其因子结构和效度。使用另一半数据样本的测

量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公务员数据素养18个
测量指标分别归属于6个因子，并对结构模型进行拟

合度检验。结果显示，结构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均通

过了检验。反应模型与数据之间拟合优度的绝对指标

RMSEA为0.05，低于推荐阈值0.08，结果可以接受。其

他关键拟合指标CFI=0.979（大于0.900）、TLI=0.973
（大于0.900），以及SRMR（0.028）、GFI（0.971）、NFI
（0.971）等均满足统计学的基本要求。经过验证的公

务员数据素养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测量指标在每个因

图1  公务员数据素养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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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的载荷显著且清晰，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因子结构

相吻合，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最后，对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量表进行附加的信

度和效度检验，主要进行了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

抽取值（AVE）计算（见表3）。结果表明：公务员数据素

养各个因子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700，说明量表的6个维

度结构具有理想的建构信度；平均方差抽取值均高于

0.600，说明各因子内的测量指标提取度优秀，可以认为

潜变量的解释变异量大于测量误差的解释变异量，量

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各因素平均方差抽取值

的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这表明量表

在整体上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总体而言，可以证实研

究所设计的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测量

质量。

表3  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抽取值（AVE）及变量相关系数

数据意识

数据知识

数据学习

数据获取

数据分析

数据应用

CR

AVE

0.824*

0.597

0.499

0.545

0.587

0.602

0.864

0.679

数据意识

0.906

0.596

0.696

0.704

0.654

0.932

0.821

数据知识

	

0.869

0.648

0.637

0.902

0.755

数据获取

	

0.905

0.558

0.640

0.519

0.931

0.819

数据学习

0.881

0.714

0.913

0.777

数据分析

	

0.902

0.929

0.814

数据应用

注：*表示斜对角线数字为该因子AVE的根号值。

5  结论

在政府治理数字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全面转型的

背景下，数据驱动的公共管理与决策成为政府治理新

范式，数据素养已然成为公务员必备的能力素质。基于

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发现公务员数据

素养概念具有复合性，是公务员群体胜任数据活动全

过程所需能力素质的综合。在素养结构上，公务员数据

素养包含潜在数据素养和数据应用素养两个层面，具

体则由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学习能力、数据获取

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应用能力等具体素养因子构

成。相对既有研究，潜在的研究增量贡献表现在三方

面：在研究议题上，论文首次直接提出公务员数据素养

议题，丰富了政府数据治理的议题空间；在研究方法

上，采取了融合质性与量化研究各自优点的混合研究路

径，开发出更具解释力的公务员数据素养量表，为该议

题及邻近议题提供科学的测量工具；在研究结论上具

有一定创新性，既有数据素养框架及其测量多注重显

性的数据应用技能，概念建构狭窄，测量指标简单，忽

视了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忽

略了影响数据应用能力的潜在性、前置性和基础性数

据素养。本研究立足公务员的一手数据和经验反馈，建

构出的“潜在素质+显性技能”数据素养结构体系更合

理，这为理论与实践领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研究

视角和测量工具。

作为一项对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探索性研究，本研

究在样本选取、理论建构、问题解释等方面尚存在不

足。在研究样本上，本研究收集的样本主要来自西南

地区G省的公务员群体，但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政

府数据治理水平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公务员

素质与特征存在差异，研究结论是否在更大范围具有

适用性有待商榷。为此，未来面向不同地区公务员的实

证研究可以给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交叉检验的机会。

在理论建构上，本文构建的公务员数据素养概念模型

具有通用性和一般性特点，这有可能忽略不同部门、不

同岗位、不同职责、不同场景下公务员的特殊数据活动

以及能力素质需求。为此，未来研究可以在公务员数据

素养概念模型建构上加入特殊性和场景性因素，构建

面向公务员细分群体的理论模型。限于研究定位和人

力成本，本文并没有探讨公务员数据素养的实际水平

和解释性研究，而这是构建公务员数据素养测量工具

的意义与目的所在。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本文开发的公务

员数据素养测量量表对不同地区的公务员进行实际调

查，了解其数据素养水平和存在问题，并展开创新性和

公务员数据素养的概念、结构与测量张红春，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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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影响因素研究。公务员数据素养是政府数据治

理、数字政府、公务员能力等领域的交叉性新兴议题，

还有待学术和实践领域的持续关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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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Civil Servants’ Data Literacy

ZHANG HongChun  YANG Tao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P. R. China )

Abstract: The extensive embed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has made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resources not only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but also a challenge to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civil servants. Unfortunately,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key iss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civil servants’ data literacy, establish a data literacy structure model, and answer what 
kind of data literacy civil servants can effectively be competent for government data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37 civil servants in G province, the data literacy structure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scale was 
developed according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ta literacy of civil servants is composed of potential layer and application layer, including six dimensions: 
data awareness, data learning ability, data knowledge, data acquisition ability, data analysis ability, and data application ability.

Keywords: Civil Servant Capacity; Data Literacy; Data Governance; Big Data; Digit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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